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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佛学研究之管窥
◎沈卫荣

一

对世界佛学研究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当代

佛学研究领域内最有人气、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是“印

藏佛学研究”。 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可是印度佛教早

在十三世纪初就已消亡， 用梵文记录的大乘佛典保存

下来的不多， 所以重构印度佛教及其历史绝无可能仅

仅依靠印度本土的数据来完成。 而藏传佛教包罗了印

度佛教的所有传统， 其密教修法更远远超越了印度原

有的传统。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可以被用来复原、重构已

经失落了的印度佛教传统， 所以当今世界佛学研究即

以印藏佛学研究为主流。

千余年来，藏传佛教备受外人误解、歪曲。东、西方

人都曾称其为“喇嘛教”，诬其为“妖术”、“鬼教”。 事实

上，藏传佛教之三藏、四续深妙不可测，乃现存所有佛

教传统中的奇葩。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藏文大藏经收

录了 4569 部佛典，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佛典、特别是

后期大乘佛典的完整翻译。 藏文本身乃参照梵文人工

制定的书面语言，语法和构词方式贴近梵文。早在九世

纪初， 吐蕃译经高僧就专门编制了正字法字典和语汇

手册《翻译名义大集》，确保了书面语言的规范化。藏文

佛经翻译常有流亡的印度学问僧加入，使其质量得到

了可靠的保证。 所以，藏文成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者

必须掌握的语言工具，人们通过藏文翻译来重构梵文

原典，理解佛教原典的微言大义。 从佛教教义的角度

来看，西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如俄

译师罗丹喜饶、萨迦班智达、布敦、龙青绕绛巴、宗喀

巴等，他们于阐发印度佛教教义，特别是在因明、唯识

和中观哲学上取得的成就，决不逊色于任何汉传佛教

的高僧大德。对他们的著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

地理解印度佛学原理。 再从藏传佛教最显著的特征，

即其密教传统来看，西藏人以此为丰富世界文明做出

的最大和最特殊的贡献。见于现存藏传佛教文献中的

五花八门的藏传佛教密修仪轨是重构印度古老的密

教传统的最重要的资源，只有对藏传密教作深入的研

究，才有可能将古老的印度密教传统的真面目揭示出

来。

所有这些构成了“印藏佛学研究”形成和发展的

基础。 将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追

溯其根源、观察其流变，无疑是佛学研究应当采取的

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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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是，“印藏佛学研究”的绝对强势，导致了人们对

另一个本该受到同等重视的学科，即“汉藏佛学研究”

的忽略。 将汉传佛教研究与印藏佛教研究割裂开来是

目前国际佛教研究的一大缺陷。 事实上， 印藏佛学研

究的进步离不开汉文佛典和汉传佛教研究的帮助。 汉

译佛典的出现远早于现存的大部分梵文和藏文佛教文

献， 早期汉译佛经是研究大乘佛教之形成和佛典形

成、发展历史的最主要的资料。 到七世纪的玄奘，汉传

佛教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汉译佛经的主要工程， 大乘佛

教的基本经典早都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翻译成汉文。 而

此时佛教才刚刚开始传入吐蕃， 专为译经而造的藏文

也才刚刚开始使用。 数量上汉文大藏经远少于藏文大

藏经， 但它不但包含有较多的早期数据， 而且其原本

中多有来自西域的“胡本”，反映出别开生面的西域佛

教特色。 总之， 汉译佛经对于研究大乘佛教之成立的

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即使从事印藏佛教研究， 我们也

必须从汉传佛教中汲取滋养。

当然， 我们倡导汉藏佛学研究绝不是要将汉传佛

教研究整合到印藏佛教研究这一业已成熟的学科中

去， 而是要将汉藏佛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

设。 我们深信汉藏佛学研究不但能对印度佛教研究的

深入提供极大的帮助， 而且它将极大地推动汉传、藏

传佛教研究本身的进步。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 藏传

佛教经典中有大量不见于汉传佛教中的文献。 其中最

多的是属于密乘的续典和与其相关的仪轨和论书。 密

宗于印度的流行开始于八世纪之后， 此时汉传佛教的

译经高峰早已过去， 各大教派业已定型， 此前传入汉

地的密教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内容，属于

早期密教之事部、 行部和瑜伽部的修法， 而属于无上

瑜伽部的密集、 胜乐、 喜金刚和时轮等修法当时没有

流传到汉地。 后来宋代著名译师施护等人亦曾致力于

无上瑜伽密续的翻译， 但由于译文质量极差， 其中关

涉实修的内容又常遭删减， 故碍难为佛教行者理解，

影响极其有限。 与此相反， 无上瑜伽密修习却成了藏

传佛教后弘期的主流， 西番新译密咒的主要内容就是

无上瑜伽密续典和仪轨。 要了解、 研究和修习无上瑜

伽密， 汉文大藏经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我

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藏文大藏经。

从佛教义理这个角度来看， 由于印度中观哲学大

师月称、 寂天和因明学大师法称都是在玄奘以后才粉

墨登场的， 故其所造宏论大部分没有被译成汉语，见

于藏译的中观和量学部释论有二百余部之多， 其中绝

大部分没有相应的汉译本， 中观哲学和因明量学没能

在汉传佛教中兴盛自可逆料。 然而， 上述诸大师的哲

学思想在藏传佛教中的前弘期就经寂护菩萨和莲花戒

师徒传入而立为正宗， 到后弘期又经阿底峡大师推而

广之， 后再经萨班和宗喀巴等本土大师的阐发， 遂成

藏传佛教哲学义理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于此我们即可

看出汉、 藏佛教间的异同和藏传佛教较之汉传佛教的

殊胜之处。

鉴于汉藏佛教之间的上述不同， 汉藏佛学研究的

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是从语文学和文献学角度对汉、藏

佛教文献本身进行对勘、 研究。 佛学研究发展到了今

天， 却依然未能解决佛经文本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

题。 要使佛学研究建立在一个扎实、 可靠的文献基础

之上， 我们首先应该下功夫厘定佛经翻译的文本。 在

梵文原典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对勘汉、 藏文佛经无疑

是揭示汉、藏文译文中出现的种种纰漏，厘定汉、藏文

译本的唯一可取的道路。 汉、 藏译佛典二者的翻译质

量有很大的差别， 相对而言藏文佛典的质量要高于汉

文藏经， 可用作厘定汉译佛经文本的参照， 通过二者

的对勘来订正汉译佛经中出现的明显疏误。 但是，藏

译佛经也并非篇篇珠玑， 译文质量因人而异。 在千余

年的流传过程中， 也出现了种种版本学上的问题，仅

仅依靠藏文佛经本身的对勘难以解决问题， 同样必须

依靠梵文原典或者相应的汉文译本为参照而订正错

误。 而且， 尽管汉译佛经对译同一梵文词汇所用译语

往往缺乏一致性， 但这种不统一性有时比机械的统一

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译者对其所译佛经的理解。 汉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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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有时还会插入人称“中国撰述”的东西，乃译者译

经时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出发对其所译内容作的

讨论，对汉传佛教思想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 汉藏佛经的对勘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

汉文佛经这一种特殊类型的古代汉语文献。 汉语佛典

是从与古代汉语言、 文字习惯迥然不同的印度古典佛

教语言梵文或其它西域古文献中翻译过来的一种非常

特殊的古汉语文献， 其中出现了许多特殊的新创和口

语词汇， 亦出现了许多与古代汉语文献行文习惯非常

不一致的鲜见的语法现象。 对于缺乏佛学背景知识和

不习惯于阅读佛学文献的人来说， 阅读和理解汉文佛

教文献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切实有效地解决汉

译佛典之新创词汇和特殊语法现象的理解问题， 必须

将早期汉译佛典与同一经典的现存的梵语、 巴利语、

藏语等文本进行对比，在吸收汉学与印度学、佛教学、

藏学等方面的成果的基础上， 对每一部早期汉译佛典

中的词汇、语法进行研究。

三

应该说汉藏佛学研究是一门学术门坎比较高的学

问， 从事这门学术研究的人至少应该兼通汉藏， 并具

备必要的梵文知识和佛学素养。 与此同时， 汉藏佛学

研究也是一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学问， 它有助于汉

藏两个民族加深了解他们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

史，促进他们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培养和建立

起他们在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力。

汉藏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汉藏佛教

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藏传佛教并不只是源于印

度佛教， 汉传佛教对其传统的形成同样有过巨大的影

响。 按照西藏人自己的历史传统， 佛教是在吐蕃赞普

松赞干布时期分别通过其迎娶的尼婆罗公主和大唐公

主两位妃子传入吐蕃的。 文成公主居藏时期， 既有大

唐往印度求法途经吐蕃的汉僧往还， 亦有就在吐蕃传

法、 译经的和尚常住。 八世纪下半叶是吐蕃王国的全

盛时期， 亦是汉藏佛教交流的黄金时期。 当时曾出现

过像法成这样兼通藏、汉的大译师，为数不少的汉、藏

文佛经于此时分别被译成了藏、 汉文。 尤其为人称道

的是， 汉地的禅宗曾于此时传到了吐蕃， 且深受吐蕃

信众的喜爱， 几乎所有重要的早期禅宗经典都曾被译

成藏文。 不幸的是，随着八世纪末“吐蕃僧诤”的发生、

九世纪中朗达磨的灭佛， 以及后弘期藏族史家对 “吐

蕃僧诤” 这一事件之历史传统的建构， 汉藏佛教之间

的交流趋于停顿。 但“和尚”的影子事实上从没有在藏

传佛教中消失， 不管是宁玛派的大圆满法， 还是噶举

派的大手印法， 其中都有汉地禅宗教法的影响。 自十

一世纪初， 藏传密教开始通过中央欧亚的西夏、 回鹘

等民族在汉人中间传播， 到了蒙元王朝， 藏传密教更

进一步深入到中原腹地， 汉、 藏高僧亦曾合作进行过

勘同汉、藏法宝（佛经）这样的大工程。 此后明、清两代

的皇帝亦多半对藏传密教情有独钟， 直到近代， 藏传

佛教一直是汉传佛教中一个醒目的外来成分。 总而言

之，汉、藏两种佛教传统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两

种佛教传统的研究作人为的割裂有悖历史真实和学术

理路。

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往往以为汉、藏佛教风马牛不

相及， 不但很少有人注意汉传与藏传佛教之间紧密的

历史联系， 而且还曾有相互妖魔化的倾向。 我们将系

统梳理汉、 藏佛教交流史作为汉藏佛学研究的一项重

要内容， 目的就在于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过去。 哲人有

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理智地

去面对和处理今天的问题。

四

尽管汉藏佛学研究今天还是一门受冷落的学问，

可对它的追求早已倾注了好几代人的梦想。 上个世纪

二、 三十年代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就

曾发愿要同时利用印、藏、汉、蒙等文字的佛教文献，

并借助在北京的藏、 汉、 蒙古僧众口传的活的传统来

重建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的大乘佛教传统。 他在北京建

立的汉印研究所曾得到蔡元培、 梁启超、 胡适等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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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支持，聚集了包括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

等一批兼通梵、藏、汉的优秀中国学者。 其中陈寅恪先

生海归前亦曾有过对勘汉藏佛经的宏愿，海归后世事

多变，未曾如愿；而林藜光先生此后远赴巴黎，对勘汉

藏佛经，成绩斐然，可竟然没有等到海归的那一天就

命殒二战后的法都。 此后由于敦煌汉传禅宗佛教的古

汉、藏文文献的发现，激发了世界各国汉、藏佛教学者

对汉传禅宗教法于吐蕃传播的历史的浓厚兴趣，汉藏

佛学研究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一度曾相当的活跃。 法国

汉学家戴密微先生于 1952 年出版的大作 《吐蕃僧诤

记》被人称为“当代欧洲佛学、汉学的最高权威”。 可是

这样的气氛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不复存在，汉

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又重归河水不犯井水的局

面。 我们今天再提汉藏佛学研究，乃重拾中外几代学

人的旧梦。

近年来，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是人们常常谈起的

一个话题。 可是，尽管中国的佛学研究发展迅速，但由

于印藏佛学研究的强势和中西佛教研究在学术方法

上的差异，中国的佛学研究尚未能够在国际佛教学研

究领域内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从事汉传

佛教研究的学者多半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史的角

度来研究汉传佛教，而很少将它与印、藏佛教联系起

来研究，佛教征服中国的历史似乎仅仅是佛教汉化的

历史。 从研究方法上看，汉传佛教的研究偏重于讨论

佛学义理及其与儒、 道等汉族传统哲学思想间的涵

化，擅于作哲学史 、思想史式的研究 ，而印藏佛教研

究，特别是欧洲传统的佛学研究注重文献，以语文学

研究为主流。 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无疑是造成今日印藏

佛学研究与汉传佛教研究两个领域在学术上难以接

轨的一个重要原因。 打破这种局面的一个有效途径就

是鼓励开展汉藏佛学研究，因为从事汉藏佛学比较研

究，中国学者既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语言、文献

优势，亦要求我们较多地侧重于运用西方学术传统中

的语文学和文献学的方法。 总而言之，作汉藏佛学研

究既保证我等中国学者能够扬长避短，有望在较短的

时间内作出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可推动我们尽快地在

佛学研究领域内与国际学术顺利接轨， 何乐而不为

呢？

本刊讯 1 月 29 日至 31 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

佤族自治县勐角民族乡金龙寺隆重举行“广母陀勐

佛塔”开光庆典法会。省佛教协会来电致贺，临沧市

人大、政协、统战部、民宗局，沧源县委、县政府等部

门领导莅会指导。 昆明、大理、丽江、迪庆、西双版

纳、德宏等州（市）及临沧市 8 县（区）的 168 位汉

传、藏传、南传佛教高僧前来祝贺。 社会各界贤达、

四众弟子 3 万多人参加了活动。

“广母陀勐佛塔”建于“广井专古塔”旧地，占地

面积 10 亩，高 25.9 米，围宽 18 米，由一个主塔和 8

个小塔组成，投资 100 万元。 于 2007 年 4 月 3 日举

行奠基仪式，2008 年 12 月 12 日迎请佛住塔顶，标

志着工程的竣工。

开光法会按照南传佛教传统仪规，先后举行诵

经、托钵、升比库、收沙弥、放生、滴水、赶摆、做赕

弄、邀请的三大语系比丘诵经、洒吉祥水等庄严仪

式。 活动期间，云南彩云佛乐团和沧源村寨象脚鼓

队向信众们展演了寓意深刻、形式多样的佛教文化

节目。 夜晚万名信众手中点燃的莲花灯、祈愿灯和

燃放的火花在声声“那摩布塔雅”、“南无阿弥陀佛”

声中把佛塔四周映照成为神圣吉祥的圣地。

（临沧市佛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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